                                                     

浅议明代出土玉带风格

孙晓露

（2014级艺术管理学专业）

内容摘要：明代玉带明朝带具款式比较丰富贯穿了明王朝始终，玉带的制作与使用不仅显示了明代玉器工艺的风格与特点，也反映了明代的政治生活和等级制度。因此，研究玉带对于了解明代玉器的风格、特点、工艺水平及明代社会状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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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玉带发展历史简介

玉带发展历史悠长，在成都前蜀王建墓出土的龙纹玉带是目前唯一有准确纪年的五代玉带具，这副带具双铊尾排方玉带浅浮雕工艺，呈现池面工艺的孑余龙纹开始折转，向三停九似发展，尚未形成整体绘画画面结构。宋代玉带沿用唐制，但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数量看，远远少于唐代，原因，一是中国西北地区战乱频仍，玉材来源通道远不如唐代来的畅通。二是宋代尚金。宋代虽然流行金带具，但玉具带仍然是最高级别，是身份等级的昭示物、帝王重要奖赏物、边国异族世家的进奉物特点：基本继承了唐和五代的形制，带銙的数量减少体量增大，尤其是铊尾加长，带銙侧面地梯形坡度减小近乎垂直。纹饰方面，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已经融合，不再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情，特别是“胡人”形象基本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文人雅士，主体纹饰周围不再用细小的装饰线纹围绕，因而使得主体纹饰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阴刻线纹从平行短小而演变为随刻画主题需要而弯曲流转，因此给人以流畅飘逸之感。工艺技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特别是方銙有两个方面变化，一是减小了“池面”的深度，二是恢复了透雕技法。透雕技法比北周时期更加成熟、细腻，例如，荔枝纹、毬路纹就是借助透雕技法完成的。出现桃形带板。辽代的带饰形制没有严格的规定，不同大小、不同质地饰物可以同时装饰在同一条带上。金代则“其束带曰吐鹘。……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铊尾，纳方束中，其刻啄多如春水秋山之饰。
金代带具已有定制，双扣双铊尾带已经成为唯一，奠定了后世带具主流样式基础。“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近取金、宋，远法汉、唐 。”
主要取金代带制，以玉为最高，元史舆服志载皇帝的带具数量二十四枚。辽、金、元官服玉带具不发达，以常带为主。辽、金、元时期最具特色的是反映“四时捺钵”纹饰的玉带具。其中“春水”和“秋山”纹样最多，主要用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们参加春捺钵、秋捺钵活动时佩戴。玉带具的主要种类：带钩、绦环、蹀躞带穿等。证明该时期“常带”（绦带）是主要带具。金玉带成为官服的一部分在特殊场合使用，其数量大大减少。辽、金、元时期纹饰主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亦有所区别辽金早期主题纹饰比较单一，只有天鹅（或大雁）和鹘，周围没有花草装饰，以浮雕的方式突出主题，用较粗的阴刻线纹描画细部，环的特征较为明显。金代晚期至元代，尤其是元代，在鹘、鹅的周围加了许多花草装饰，采用多层透雕的技法，层层密密，加大了纵深感、装饰感。有人将这种层层密密的风格总结为“密不通风”此时环的特征已不明显，仅在器物的背面保留环状，器物的两侧，各有一缺口（大部分是缺口都有破坏画面的情况），一侧略大用于承钩，另一侧稍小用于与带固定。玉带具的纹饰题材范围明显增加，龙、螭、人物、花鸟、走兽、花果、龟游、连珠等都是常见的纹饰，纹饰凸起较高，立体感强，方銙的体积较大且厚重，出现倭角，蹀躞环饰使用普遍，整体艺术风格是粗犷中见精细。对应“绦环”的带钩，辽金时期不多见，元代带钩的特征是：形制相对单一，多为琵琶形，体量较大厚重，钩首较长，钩首转折的弧度较小，背部多长方桥形钮。明代玉带完全程式化，“革带前合口出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
此时的玉带具已经完全是身份地位的昭示物，基本没有使用功能，出土、存世数量很庞大。常见纹饰：云龙、云鹤、花卉、动物、人物、杂宝等。明前期，玉带具制作较为精良，如山东、南京等地皇家贵族出土物就属此类。明中期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制作粗糙，以龙型为例，身躯细瘦，细部刻画潦草，抛光简单，可以称为”粗大明“的代表作。明代出现新的带具品种，集钩、环功用为一身的“带扣”，也有人称为“绦环”或“闹装绦环”。从形制上看，这种带扣应该用于日常生活中扎系的绦带上。明代至清初，由于是新的品种，人们既喜爱又重视，因此选料讲究、制作精心，见有不少精品传世。整体敦厚，多两侧对称浮雕龙纹、螭纹、花卉等。到清代逐渐退变，演变成透雕薄片状，钩短小，代表环的孔洞也较小。另外还有

些异型带扣，如单体双钮带扣、连体带扣等。
具体如下图[image: image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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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异型带扣

玉带是明代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发掘中，明代玉带出土数量较多，从明代初期洪武四年的汪兴祖墓，早中期的鲁王朱檀墓、梁庄王墓、宁王系诸王墓，到明末万历皇帝的定陵、崇祯七年的益定王夫妇墓等，均有数量不等的玉带发现。明代的双铊尾玉带，带围远远大于人的腰围，因此失去了系衣束腰的实用功能，而成为悬浮在皇室贵族或官员腰部象征身份地位的礼仪性服饰。随着满清入关，服饰制度大变，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玉带也就此销声匿迹。但是在近年考古研究工作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明代玉带，并进行了相关数据的汇总，以便今后考古研究的需要。

二、明朝出土墓葬玉带数目等情况汇总

考古发掘中，明代玉带出土数量较多，从明代初期洪武四年的汪兴祖墓，早中期的鲁王朱檀墓、梁庄王墓、宁王系诸王墓，到明末万历皇帝的定陵、崇祯七年的益定王夫妇墓等，均有数量不等的玉带发现，可见玉带是明代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我国革带的发展历程，明代玉带的使用达到了顶峰，考古挖掘的整套带板尤其令人瞩目，现将迄今为止明代墓葬中出土玉带装饰方法之不同，列表如下
：

1、镶嵌装饰玉带
	出土地点
	墓主人
	官  职
	爵 位
	卒葬年代
	装饰工艺
	数量

	南京张家洼
	汪兴祖
	同知大都督府事
	东胜侯
	洪武4年
	镶金托镂雕
	14

	南京岗子村
	吴祯
	征南副将军
	海国公
	洪武12年
	镶金托
	15

	山东邹县
	朱檀
	
	鲁荒王
	洪武26年
	镶金托镂雕
	20

	南京板仓
	徐钦
	
	魏国公
	永乐22年
	镶金托
	16

	南京将军山
	沐晟
	征南将军
	定远王
	正统4年
	镶金托
	7

	南京天堡桥
	怀忠
	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
	
	天顺7年
	镶镀金铜托
	20

	江西南昌永和门
	戴贤夫人
	江西都督佥事、昭勇将军
	
	成化
	镶金托
	20

	南京板仓
	徐俌
	太子太傅、南京守备
	魏国公
	正德12年
	镶金托
	20

	南京油坊桥M3
	佚名
	太监
	
	明中期
	镶铜托
	20

	四川剑阁城郊乡
	赵炳然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万历12年
	镶铜托
	20

	南京将军山
	沐睿
	太子太保
	黔国公
	万历34年
	镶金托嵌宝石
	20

	北京定陵
	朱翊钧
	皇帝
	
	万历48年
	鎏金银托
	20

	北京定陵
	朱翊钧
	皇帝
	
	万历48年
	铊尾银托嵌宝石
	20

	湖北钟祥长滩镇
	朱瞻自
	
	梁庄王
	明
	镶金托
	20

	湖北钟祥长滩镇
	朱瞻自
	
	梁庄王
	明
	镶金托透雕
	20


2、雕刻等装饰玉带板
	出土地点
	墓主人
	官  职
	爵 位
	卒葬年代
	装饰工艺
	数量

	南京板仓徐达家族墓M1
	佚名
	
	
	明早期
	减地浅刻
	14

	南京板仓徐达家族墓M7
	佚名
	
	
	明早期
	减地浮雕
	17

	甘肃兰州上西园
	彭泽夫人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一品诰命夫人
	
	天顺3年
	镂雕
	18

	南京板仓
	徐俌
	太子太傅、南京守备
	魏国公
	正德12年
	镂雕
	20

	江西南城
	朱厚烨
	
	益庄王
	嘉靖36年
	剔地隐起
	19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翊吲次妃孙氏
	
	
	万历10年
	浮雕、描金
	16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由木
	
	益定王
	崇祯7年
	镂雕
	6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由木次妃王氏
	
	
	崇祯7年
	镂雕
	17

	甘肃兰州上西园
	佚名
	
	
	明
	涂朱红
	13

	湖北钟祥长滩镇
	朱瞻自
	
	梁庄王
	明
	透雕
	20


3、光素玉带板
	出土地点
	墓主人
	官  职
	爵 位
	卒葬年代
	数量

	南京岗子村
	吴祯
	征南副将军
	海国公
	洪武12年
	7

	南京岗子村
	吴良
	中军都督府都督
	江国公
	洪武14年
	15

	南京太平门
	仇成
	征南副将军
	皖国公
	洪武21年
	19

	南京戚家山
	俞通源
	
	南安侯
	洪武22年
	19

	南京岗子村
	吴忠
	嗣侯，后革除
	
	洪武23年
	9

	山东邹县
	朱檀
	
	鲁荒王
	洪武26年
	23

	安徽蚌埠
	汤和
	大都督府左都督
	信国公
	洪武28年
	15

	南京将王庙
	薛显
	
	永国公
	洪武29年
	6

	南京郎家山
	宋晟
	后军都督府左都督
	西宁侯
	永乐5年
	15

	南京板仓徐达家族墓M6
	佚名
	
	
	明早期
	20

	四川平武古城乡M14
	王思明
	龙州衙门从侍郎判官
	
	明早期
	20

	南京将军山
	沐晟
	征南将军
	定远王
	正统4年
	9

	江西新建西山珂里乡
	朱权
	
	宁献王
	正统13年
	20

	南京溧水乌山乡
	宋瑛
	驸马都尉
	郓国公
	正统14年
	13

	长安四府井村
	朱铄
	
	安僖王
	成化12年
	14

	江西新建
	佚名
	
	昭定王
	弘治元年
	16

	北京南苑苇子坑
	夏儒
	锦衣卫指挥使
	庆阳伯
	正德10年
	20

	南京油坊桥M2
	余俊
	内官监太监
	
	正德11年
	3

	南京板仓
	徐俌夫人朱氏
	
	魏国公夫人
	正德12年
	20

	河北阜城县西码头村
	廖纪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
	
	嘉靖13年
	26

	江西南城红湖
	朱祐槟
	
	益端王
	嘉靖18年
	20

	南京油坊桥M1
	潘真
	司礼监太监、南京守备
	
	嘉靖22年
	16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翊吲元妃李英姑
	
	益王妃
	嘉靖35年
	20

	南京将王庙
	佚名
	
	
	隆庆
	20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翊吲次妃孙氏
	
	
	万历10年
	20

	北京八里庄
	李伟
	中军都督府同知
	武清侯
	万历11年
	12

	江西南城
	张氏
	益藩王罗川王族
	
	万历21年
	20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翊吲
	
	益宣王
	万历31年
	19

	南京将军山
	沐睿
	太子太保
	黔国公
	万历34年
	20

	北京定陵
	朱翊钧
	皇帝
	
	万历48年
	20

	北京定陵
	孝靖皇后
	
	
	万历48年
	13

	南京将军山
	沐昌祚
	太子太保
	黔国公
	天启5年
	20

	南京将军山
	沐昌祚夫人
	
	
	天启5年
	13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由木
	
	益定王
	崇祯7年
	9

	江西南城岳口乡
	朱由木元妃黄氏
	
	
	崇祯7年
	1

	南京郊区
	郑强
	太监
	
	明
	18

	甘肃兰州上西园
	佚名
	
	
	明
	18

	湖北钟祥长滩镇
	朱瞻自
	
	梁庄王
	明
	20


从上表可以看出：明代出土玉带板，墓主人身份多为王侯和一品官。玉带板纹饰以镶嵌、雕镂及光素无纹为其主要装饰技法。其中，不作任何装饰，突出温润玉质的光素无纹（含仅镶托、涂朱砂）者在总数78件玉带板中占到了64件，82％多。由此可见，不用装饰的的光素玉带板应当是明代玉带板的主要形式。

这些光素无纹的玉带板，以其质地作为区别官员身份的标志，纹饰相对来说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贵为皇帝的明神宗朱翊钧定陵中出土的10条玉带竟然均以素面视人，由此可见玉带板有无纹饰与官职品级无关。此种情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明史·舆服志》中的记载：“文武官朝服：一品，革带与佩俱玉。二品，革带，绶环犀，馀同一品。”又载：“文武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带：一品玉，或花或素。”及“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定，其带，一品玉。”另外对命妇冠服亦有要求：“洪武元年定，命妇一品，玉带。”

三、玉带形制纹饰特点及其分析

据我所知，我国玉雕工艺至明清时期玉雕制作工艺发展到了顶峰。明代玉雕作品精细规整，镂空雕刻更加复杂细致，出现了“三层透雕法”、并继承了宋、元开创的“花下压花”技艺，纹饰为前代所不及。元代使用的多向打孔的管钻镂空法，在明代时也得到更广泛的运用。明代玉雕总体来说追求的是一种婉约流畅、传神达意的风格，这与明代文化特点是息息相关的。明万历年间，更出现了令后人称颂的“碾玉妙手”陆子冈。由此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明代玉制带板中以素面纹居多？目前，还没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下面我将就我了解到的相关的明代玉带的资料进行简单的汇总，以便今后学习中有所了解和运用。

（一）玉带形制分析

将出土的革带进行排列分析，可以看出每副（条）革带的带板数目不尽相同。经分类统计，在66副（条）玉质带板革带中，20块带板为1副的为34副（条），占总比例近51％。再参考有确切块数的非玉质带板革带16条，20块带板为1副革带的有8条，占非玉质带板革带的50％。可以看出，20块带板组成一副革带的比例最高。经详细的比照分析，发现这些革带的带板形状和排列顺序是有一定规律的，有固定的形式：一副革带由20块带板组成，这20块带板又是由长方形8块、长条形4块、圭形2块、桃形6块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成。按照这一规律再通过对革带具体资料的分析发现，尽管有些革带的带板数量不足20块，但这可能是由于其中某块带板的缺失造成的。带板有可能因各种原因，例如墓主生前使用不当或入土后经盗掘，在出土时已经遗失不全，出土时所见的数量并不能代表整副革带的带板数量。如果在空缺位置填补上相应的带板，其总数也应该是20块。按照这一推测，把出土的66副玉带中有详尽资料的、带板数量不足20块的（数量小于10块的不计在内）再进行归纳统计，有可能为20块带板的玉带为17副，加上出土时即为20块的34副，共51副，为总数的77％，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明代标准的玉带数量应该是20块。另外，具体到玉带的尺寸，从出土情况看带板的宽度从2－7厘米不等，参考记载查抄明代权相严嵩财物的《天水冰山录》中202条玉带名称，可以看到有关表示玉带宽窄的几个名称：阔玉带、中阔带、窄带、女带、窄女带、中阔女带说明玉带的宽窄除男女有别外，还有更细致的划分，但因史书中没有相关记载，而且出土资料有限，所以对玉带具体尺寸的划分，现在也只能等待有更详尽的考古资料后再做进一步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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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明代标准形制革带示意图

据《明史·舆服志》、《明会要·舆服》记载，明朝玉带形制逐渐规范，戌集上铐字条云：“明制：革带前合口处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铊尾)，有辅弼二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
由此可知一条完整的玉带是由三台、圆桃、排方、鱼尾、辅弼5部分组成，数量13～26块皆有，其中20块者较多，似为明朝定制。
仍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数量为20块的带板共35条，近45％。以南京板仓明太子太傅徐俌墓正德十二年(1517年)出土的玉带板为例，可以看出明代带板的规制。徐俌墓出土带板共20块，是一件规范的玉带。其中三台是由长方形排方与两块长条形辅弼组成；圆桃，即桃形6块；排方，长方形共有8块(其中有三台中间1块)；鱼尾(铊尾)长方形一窄面为弧形，共2块；辅弼有4块，其中2件与1排方组成三台，另2件分别置于圆桃与铊尾之间，一般是细长条形。
腰带装上这许多装饰品之后就变得相当长，而官员的腰腹一般没有那么宽，因此玉带已经无法起到束腰的作用，而变成纯粹装饰的用具了。然而玉带与衣服相衬之下，确实起着显著的装饰作用，使着衣人显得十分华贵，气度非凡。
（二）浅析玉带纹饰特点

玉带的纹饰特点在正式的冠服制度体系中，玉带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功能。因此,玉带上有无纹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玉带所传达的一种关乎礼制的信息，《明史·舆服志》对玉带的纹饰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有“洪武二十六年定:腰带，一品，玉，或 花或素” 1637的记载。杨伯达在《中国玉器全集》也提到明朝前期及中期(洪武—嘉靖中)素面玉带比较多，明朝后期(嘉靖中—崇祯)，雕花玉带较多。出土的雕花玉带其纹饰主要有云龙纹、麒麟纹、螭虎纹、狮蛮纹、灵芝纹、秋葵纹、牡丹纹以及带喜字的花卉纹等。参考《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202条玉带名称，我们对明朝玉带纹饰可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动物类的纹饰有鹿、仙鹤、麒麟、斗牛、蟒、狮子、孔雀、螭虎、飞鱼、犀牛、凤鸟、海青天鹅、鹊、月兔、鹰、熊等，植物类纹样有寿松、苍松、灵芝、牡丹、竹节、葵花、松竹梅等，人物类纹样有八仙、五仙、仙人、攀枝孩儿等，辅助纹样有彩云、海水、云、花、绣 球、五云捧日等。其中，大多数纹饰是以组合形式出现的
，如松鹿阔白玉带、灵芝麒麟阔玉带、牡丹蟒阔白玉带中的纹饰。这些纹饰大都有吉利祥瑞的寓意，如牡丹寓意富贵、灵芝和仙鹤寓意长寿，鹿代表“禄”，雀鹿隐喻“爵禄”，鹰熊为“英雄”的谐音，等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代玉带纹饰喜用吉祥图案的特点。 明代的玉雕工艺还受到了当时绘画的影响，构图往往参考文人画，清新脱俗，有着浓厚的书卷气。如竹节、松竹梅等纹饰，还有反映历史典故的“八仙庆寿”、“五老图”等，这些都反映了明代玉雕的文人化倾向。 

（三）明代玉带板雕刻特点
明代承袭两宋特别是南宋以来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明代玉器的发展变化也是与社会的变化相关联的，从总体上看，明代玉器渐趋脱离五代两宋玉器形神兼备的艺术传统，形成了追求精雕细琢装饰美的艺术风格。此时玉雕以粗犷浑厚、刀路清晰有力著称，由是许多鉴赏家认为明玉刚劲有余而柔丽不足，甚至有“粗大明”之贬称。这种认识似欠公允，至少在玉带板雕工领域并非如此。明代玉带板选材之讲究，纹饰之华美，雕工之精致，为后世所公认。当时盛行的镂雕技法，在玉带板工艺上得到了淋漓的发挥。
明代玉带板早期带板多是立体的深层镂空，可以看出明显的元代手法。代表作当数南京张家洼明东胜侯汪兴祖墓出土的镶金托云龙纹玉带板。该玉带板共14块，是迄今所知明代玉带出土最早的遗物。带板中心隆起，中心纹饰部分高出边框，为多层镂雕中心纹饰提供了条件。云龙纹的碾琢采用了钻孔镂空法，以重叠的层次，表现出龙的身躯上下盘绕。画面中突出龙首的雕琢，无论是须、眉、髯、鬃，还是角、鼻、唇、颚，都准确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尽显龙的威严之态。龙的周围辅之以云纹，更显得在云雾缭绕，巨龙腾跃的雄姿
。整副玉带板碾工玲珑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而纹饰图案中龙的风格及朵云的风格，在元代及明初的云龙纹饰中都有迹可寻，如龙肘上的横线，朵云的灵芝状等等。这些都反映出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是元末明初交替时期的产物。所出14块带板的数目与形状和明后期不同，也是元代向明代过渡期的典型作品
。
    明中期玉带板雕刻出现了分层镂雕的琢法，先用减地法留出上层图案，在降低的地子上再镂雕底层图案。这种风格与同期的雕漆特点相一致，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但也失去了宋元时期自然写实、生动逼真的特点，成为一种程式化的、图案化的纹饰。此期玉雕的刀法也变得硬直险峻。如江西南城明益庄王朱厚烨墓中出土的玉带板，共19块，其中长方形7块，桃形6块，长条形4块，圭形2块。除了4块长条形剔地隐起云纹外，其余都以同样手法装饰云龙和海水江牙纹，有的还加饰一只展翅飞鸟。背面皆为平素
。
    明晚期玉带板雕刻多采用双层镂雕的方法，不论花卉鸟兽还是山水人物，大都花下压花，玲珑剔透，意境盎然。如江西南城岳口乡发现的明益定王朱由木次妃王氏墓中出土的白玉带板。整个带板由17块组成，长条形的3块透雕花卉图案；铊尾呈横长方形，一端呈弧形，边框和里面的花纹平齐，两层透雕带翼麒麟，麒麟张嘴，上唇略上翘，露齿，身上有方格纹饰，尾梢两侧均雕刻卷云纹，麒麟站在山石上呈向前奔走状，四周透雕山水、松枝、梅花等图案[7]。从工艺上讲，这时期带板层次比前期丰富，线条及轮廓的处理却呈现出粗犷简略的风格，与早期有所不同。在图案方面，与晚明社会风气相符，符瑞吉祥的谐音、吉语题材也很是风行，这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图案，首先是为了祈福，其次才顾及到美。如江西南城益定王岳口乡朱由木墓出土的玉带板，共六块，一块呈长方形，雕“喜”字和花卉图案；一块呈长条形雕花卉图案；四块呈桃形，雕“喜”字和花卉图案
。
（四）从使用阶级看玉带配饰

明代玉带是明代职官制度的官员身份物化标识的一个缩影。明代严格的等级界限体现在对包括玉带在内的职官身份标识物的使用规定。玉带的使用始自唐显庆六年，而明代进一步提高了玉带使用者的身份级别，在官方制度中都有着详细的规定。据《明史· 舆服志》记载: 皇帝冕服是白罗大带，红里，玉革带，玉佩，皇帝常服是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要用金、琥珀、透犀。明代的用玉制度大致如下: 皇帝冕服用玉，常服用金、琥珀、透犀，镶嵌宝石; 皇后冠服用玉，常服用金、玉; 皇妃、皇嫔及内命妇冠服 用玉，常服用金、玉、犀; 皇太子用玉; 皇太子妃同皇妃; 亲王同皇太子; 亲王妃同皇妃。文武官员朝服一品、二品用玉，三品、四品用金，五品用银钅及花( 钅及镂花纹) ，六品、七品用银，八品、九品用乌角; 公服一品玉(或花或素)，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 以下用乌角; 常服一品玉，二品花犀( 犀角表面生有斑点者) ，三品金钅及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钅及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若非皇亲、够等级的官员或皇帝赏赐，一般人是不能佩玉带的。《明宫史·内臣服佩》中记载:“凡内使、小火者乌木牌，平巾者无穿圆领束带之理。再升则受赏也，特升方赐玉带。冬则光素，夏则玲珑，三月九月则顶妆玉带也。”《明宫史》为明代刘若愚著，因其身为宦官，所以刘氏所述应该是可信的。 

  虽然明朝对官吏用玉有严格规定，如一、二品官员器皿不能用玉，只许用金，而庶人冠服更不准用金 玉。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大官僚、大地主依其权势和财富，占有着大量的玉器。明武宗时抄刘瑾家产就抄得大玉带80条，抄钱宁(钱能家奴) 家 产获玉2500条［3］。由此可见，在当时越级使用玉器，不按品级佩带玉带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统治者对玉的垄断并非那么严密有效，其政令也并不是能完全实施的。明代是我国玉带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清代玉带已不被官方使用，仅存在于戏曲服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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